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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逆志” 诗学命题的诠释学探讨:
从汉代理解到当代阐释∗ ①

李建盛

【摘 　 　 要】 两千多年前孟子提出 “以意逆志” 说, 经由汉代到当代学

者的不断理解和阐释, 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中国经典诗学命题, 被当代学

者誉为中国诗学诠释学的 “开山纲领”, 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作者定

向” 的意义阐释传统。 相比西方理论中 “作者意图论” 的意义阐释, 中国

学者的阐释从未消解作者定向的阐释传统, 并且不断丰富和深化其内涵和价

值。 当然, “以意逆志” 诗学命题仍有很大的阐释空间, 若能加强理解的语

言性、 阐释的事件性、 意义理解的开放性和有效性等问题的深入探讨, 则更

将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 释放其在世界文论中的诠释学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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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如何理解诗? 如何正确地理解诗? 怎样的理解才具有有效性? 这些直到

现代西方诠释学才集中关注的文学阐释问题, 中国思想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

做了重要探讨。 孟子的 “以意逆志” 说就是其中最早关于如何读诗、 解诗

的诗学命题。 孟子的 “以意逆志” 针对的不只是其弟子咸丘蒙提出的问题,
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普遍存在的 “赋诗断章” 和 “断章取义” 的用诗、 引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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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言诗现象, 即读诗、 言诗的目的不在 “解诗”, 而重在 “用诗”; 不在作

品全篇, 而重在诗句的选择性应用; 不在诗歌本身的理解, 而重在语境性阐

发。 《左传》 襄公二十八年 (公元前 545 年) 记载卢蒲癸有言: “赋 《诗》
断章, 余取所求焉。”① 这指的就是不顾 《诗》 的全篇、 本义和作者之志,
而根据需要引 《诗》、 用 《诗》 的现象。 咸丘蒙流于字面的理解, 泥于 “是

之谓” 而不顾 “诗” 之 “谓”, 把诗歌表达等同于事实性陈述。 孟子不赞同

这种解诗方法, 提出了他 “以意逆志” 的方法。 《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曰: “舜之不臣尧, 则吾既得闻命矣。 诗云: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而舜既为天子矣, 敢问瞽瞍之非臣,
如何?” 曰: “是诗也, 非是之谓也。 劳于王事, 而不得养父母也。 曰:
‘此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也。’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如以辞而已矣, 《云汉》 之诗曰: ‘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 信斯言也, 是周无遗民也。”②

这段话包含作为诗学命题的 “以意逆志” 说的全部复杂性, 而关键的表达

是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该命题

的根本问题是, 以谁之 “意” “逆” 谁之 “志”? 怎样 “逆志”? 如何 “逆

志” 才能获得有效的理解? 用诠释学的话说, 读者与作者、 作品的关系如

何? 怎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意义? 作品的意义源自哪里?
经过历代学者的阐释, “以意逆志” 成了一个作者定向的意义阐释命题

和阐释传统。 所谓 “作者定向” 的意义阐释, 用诠释学的话说, 就是集中

在 “作者意图论” 的意义阐释, 在理解过程中 “力图把作者意图定位为文

本意义的真正来源”。③ 与西方 “作者意图论” 不同, 中国学者对 “以意逆

志” 的阐释从未放弃作者定向的阐释, 从汉代赵岐、 宋代朱熹和姚勉、 清代

吴淇、 近代王国维, 到现代朱自清和当代诸多学者, 都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其

概念内涵。 近年来, 学者们借鉴西方诠释学理论做出新的探讨, 把 “以意逆

志” 视为极其重要的中国诗学诠释学命题。 当然, 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的

“以意逆志” 说等同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西方的 “作者意图论”, 中国有自

己的诗歌和诗学传统及理解方式。 本文首先论述历代学者的理解和阐释, 其

后探讨 “以意逆志” 说作为一个诗学命题具有的诠释学阐释维度, 并在比

较视域中揭示其与西方意义阐释的重要差异, 彰显中国的文学阐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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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意逆志”: 从赵岐到王国维的传统作者定向

理解

在从赵岐到王国维的 “以意逆志” 理解传统中, 赵岐和朱熹与吴淇和

王国维对 “意” 的理解有很大差异, 但都属于作者定向的理解, 力图理解

“作者之志” 或 “诗人之志”, 大致相当于诠释学理解的 “作者意图论”。 赵

岐是第一位完整阐释 “以意逆志” 的论者。 他写道:
孟子言此诗非舜臣父之谓也。 诗言皆王臣也, 何为独使我以贤才而

劳苦, 不得养父母乎? 是以怨也。 文, 诗之文章所引以兴事也。 辞, 诗

人所歌咏之辞。 志, 诗人志所欲之事。 意, 学者之心意也。 孟子言说诗

者当本之, 不可以文害其辞, 文不显乃反显也; 不可以辞害其志, 辞曰

“周余黎民, 靡有孑遗”, 志在忧旱灾……人情不远, 以己之意逆诗人

之志, 是为得其实矣。①

赵岐的理解涉及诗的整体构成 (文)、 诗的语言 (辞) 到诗的表现 (志)、
接受理解 (意) 的全部内容, “文” “辞” 及所兴之 “事” 是重要的, 但更

重要的是通过 “文”、 “辞” 和作品理解诗人之 “志”; “意” 是说诗者之

“意”, 即理解者方面的 “意”, 相当于诠释学所说的 “前理解”, 即读者带

着已有的 “意” 理解作者的 “志”。 赵岐深受孟子 “人之同心”② “心之所

同然者” “理也”③ 思想的影响, 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心理相近, 通过

自己的 “意” 能与诗表现的内容进行心灵情感的交流, 说诗者能把握和获

得作者的志意, 所谓 “人情不远, 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 是为得其实”。 这

种理解体现了说诗者、 理解者的 “意” 与诗人的 “志” 的关系, 以诗人之

志为本, 通过读者的 “己意” 理解作者之 “志”。 显然, 赵岐关注作为作品

的 “诗” 及其表现形式, 但更重要的是理解诗人 “所欲之事”, 即 “诗人之

志”。 可见, 赵岐首先开启了对 “以意逆志” 的作者定向的意义阐释传统。
朱熹对 “以意逆志” 的理解, 有些关键字句与赵岐不同, 但总体上是

作者定向的意义理解。 朱熹 《孟子集注》 云:
此诗今毛氏序云: “役使不均, 己劳于王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

其诗下文亦云: “大夫不均, 我从事独贤。” 乃作诗者自言: “天下皆王

臣, 何为独使我以贤才而劳苦乎?” 非谓天子可臣其父也。 文, 字也。
辞, 语也。 逆, 迎也。 ……言说 《诗》 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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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 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 乃可得之。 若

但以其辞而已, 则如 《云汉》 所言, 是周之民真无遗种矣。 惟以意逆

之, 则知作诗者之志在于忧旱, 而非真无遗民也。①

朱熹和与赵岐都认为, “意” 乃说诗者之 “意”, 赵岐说 “志” 乃 “诗人

志”, 朱熹言 “志” 为 “作者之志”, 称谓不同, 但意思相同, 均认为 “以

意逆志” 是读诗解诗的方法, 目的都是理解作者表达的意义。 最大的不同

是, 朱熹对 “逆 ” 的词义和作用进行了解释, 他把 “逆 ” 解释为 “迎 ”
“迎取” “追迎”, 在说诗者之 “意” 与作者之 “志 ” 之间建立了中介,
“逆” 把 “以意逆志” 变成一个主动 “迎接” 作者意义, 即 “诗人之志”
的动态过程。 读者之 “意” 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读者要善于倾听文

本所说的话, 不忽视诗歌文本的规定性, 必须要有一个从部分到整体的理解

过程, 才能真正理解作者之志。 所谓 “逆志” 就是读者主动性、 文本规定

性和作者意义三者相互作用的过程。 姚勉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理解, 他强调

“学诗者今日之意, 逆做诗者昔日之志”, 反对 “凿吾意以求诗” “以私意逆

之”, “置心于平易, 则可以逆志”。② 用诠释学的话说, 只有恰当地对待理

解者自己的 “前理解”, 才不会误解作者表达的意思。
关于 “作者之志” 的理解, 吴淇与前面三位论者最大的不同是, 他认

为 “以意逆志” 中的 “意” 乃 “作者之意”, 而非 “读者之意”。 吴淇云:
诗有内有外。 显于外者曰文曰辞, 蕴于内者曰志曰意。 此意字与

“思无邪” 思字皆出于志, 然有辨。 思就其惨淡经营言之, 意就其淋漓

尽兴言之, 则志古人之志而意古人之意, 故选诗中每每以古意命题是

也。 汉、 宋诸儒以一志字属古人, 而意为自己之意。 夫我非古人, 而以

己意说之, 其贤于蒙之见也几何矣。 不知志者古人之心事, 以意为舆,
载志而游, 或有方, 或无方, 意之所到, 即志之所在, 故以古人之意求

古人之志, 乃就诗论诗, 犹之以人治人也。 即以此诗论之, 不得养父

母, 其志也; 普天云云, 文辞也; “莫非王事, 我独贤劳”, 其意也。
其辞有害, 其意无害, 故用此意以逆之, 而得其志在养亲而已。③

他对 “意” 的分析更细致, “意” 指作品的内在内容, “文” 和 “辞” 指作

品的外在形式, 作者之 “志” 蕴含在作品中。 他说, 汉宋诸儒 “以一志字

属古人, 而意为自己之意” 的理解是错误的。 可以说, 他把作品内容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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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是一种新的理解。 但后来的论者, 特别是从接受理论角度理解 “以意

逆志” 的学者, 大多认为孟子所说的 “意” 不是作品表现的内容, 认为吴

淇的理解 “使得 ‘志’ 与 ‘意’ 完全成为同意反复, 也否定了 ‘说诗者’
的作用, 消解了 ‘逆’ 的环节。 故无论就 ‘以意逆志’ 的字面义还是孟子

本义而言, 均难圆通”。① 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理解吴淇的看法, 似乎也有道

理, “意” 可以理解为作品表现出的或蕴藏的内涵, “志” 是作品内容集中

表现的作者之志, 即闻一多所说的 “怀抱”。② “这种解释注重文本本身的含

义, 以古人之意探求古人之志, 力图只从文字字义、 全篇布局中解读文字篇

章, 设身处地地了解当时的作者之志。”③ 从这个意义上说, 吴淇拓展了对

“以意逆志” 的理解, 即 “意” 同时包含作者之 “志” 和作品之 “意”。 但

吴淇 “就诗论诗” 仍是探求 “古人之志”。 值得注意的是, “以古人之意,
求古人之志” 的理解, 把 “意” 归诸作者之 “意”, 又忽视了此前论者们重

视的 “学者之意” 及其在理解过程中的主动性。
清人顾镇和近代王国维把 “以意逆志” 与 “知人论世” 结合起来探讨

“逆志” 的问题。 顾镇说: “所谓逆志者何? 他日谓万章曰: ‘颂其诗, 读其

书, 不知其人, 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正惟有世可论, 有人可求, 故吾之

意有所措, 而彼之志有可通……夫不论其世, 欲知其人, 不得也。 不知其

人, 欲逆其志, 亦不得也。”④ 正因有世可论, 才有人可求, 有志可通, 只

有知其人论其世, 才能更好地颂诗读书, 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内容, 因此

“知人论世” 的语境性理解是 “以意逆志” 的前提和基础。 王国维对 “古人

之志” 的理解论域更宽广, 用 “以意逆志” 与 “知人论世” 相互论证, 认

为仅仅 “就诗论诗” 是不够的, 必须 “知其世” “论其人” 才能理解和把握

作者表达的意义。
善哉, 孟子之言诗也, 曰: “说 《诗》 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

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顾意逆在我, 志在古人, 果何修而能使我

之所意, 不失古人之志乎? 此其术, 孟子亦言之曰: “诵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也。” 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 由其人以逆其

志, 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 寡矣。 汉人传诗, 皆用此法, 故四家诗皆有

·65·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尚永亮、 王蕾: 《论 “以意逆志” 说之内涵、 价值及其对接受主体的遮蔽》, 《文艺研

究》 2004 年第 6 期, 第 43 页。
参见闻一多在 《神话与诗·歌与诗》 中所做的考证: “ ‘志’ 与 ‘诗’ 原来是一个字。
志有三个意义: 一记忆、 二记录、 三怀抱。 这三个意义正代表诗的发展途径上三个主要

阶段。” 见 《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歌与诗》, 开明书店 1948 年版, 第 184 ~ 185 页。
周才庶: 《孟子 “以意逆志” 论的阐释》, 《孔子研究》 2009 年第 6 期, 第 52 页。
焦循撰, 沈文倬点校: 《孟子正义》, 中华书局 2017 年版, 第 530 页。



序, 序者, 序所以为作者之意也。①

与赵岐和朱熹不同, 王国维和吴淇认为, 应该通过 “作者之意” 而非 “学

者之意” 来理解 “作者之志” 或 “古人之志”。 吴淇突出从 “文”、 “辞”
和作品之 “意” 来把握 “古人之志”; 王国维更强调从对 “世” 的理解进入

对 “人” 的理解, 再进入对 “诗” 的理解, 最终理解和获取 “古人之志”。
他把 “由其人以逆其志”、 “古人之志” 与汉代的齐、 鲁、 韩、 毛四家 “诗

序” 联系起来, 认为 “序” 皆为 “作者之意”, 即说诗者以诗人之意 “逆”
诗人之志, 说诗者必须了解古人创作的背景和语境, “逆志” 是说诗者从作

者的生活语境 (世) 到作者 (人) 再到作者之意 (志) 的理解过程, 只有

知人论世, 才能把握作者的 “志”, 才能真正理解诗。 更重要的是, 他认为

“以意逆志” 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读诗、 解诗的方法, 按照这种方法 “古诗

虽有不能解者, 寡矣”。
以上论者对 “以意逆志” 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解, 特别是关于 “意”

的理解, 赵岐和朱熹认为是 “学者” 或读者之 “意”, 吴淇和王国维认为是

“作者之意” 或 “古人之意”, 但根本目的都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者在作品

中表达和蕴含的意义, 这些不同理解和阐发丰富了孟子 “以意逆志” 说的内

涵, 初步形成了作者定向的中国诗学阐释传统。 相比之下, 西方文学理论关注

作者意图及其意义理解问题是晚近之事, 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 直到 19 世纪

作者问题才得到了集中关注。② 在诠释学上, 直到 19 世纪, 施莱尔马赫和狄

尔泰才发展了作者定向的意义诠释学。 他们认为, “解释者和作者具有共同

的人性, 因此, 解释者能够再创造作者的想法, 人们可以从词语理解文本的

全部意义”。③ 这种诠释学观点, 在从赵岐到王国维对 “以意逆志” 的理解

中体现出来了, 并建构了一个相对稳固的 “作者意图论” 诗学阐释传统。

三、 “以意逆志”: 从朱自清到当代论者的现代阐释

经由 20 世纪以来现代和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解和阐释, “以意逆志” 作为

一个中国诗学命题, 其内涵变得更丰富, 阐释空间变得更广阔。 这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新的理解和阐释语境中延续和丰富传统作者定向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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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使其更富有活力和说服力; 二是发掘这个命题的理解新维度, 拓展了作

品论 (文本论) 理解的维度; 三是运用诠释学和接受理论, 对理解过程和

意义阐释问题进行新探讨, 共同彰显中国传统诗学命题的价值和活力。
首先, 学者们对 “以意逆志” 的 “作者意图论” 再阐释构成了最强劲的

阐释形态。 与王国维不同, 朱自清把 “以意逆志” 和 “知人论世” 区分开,
“ ‘以意逆志’ 是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 而所谓 ‘志’ 都是献诗陈志的

‘志’, 是全篇的意义, 而不是断章的意义。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是反

对断章的话。 孟子虽然还不免用断章的方法去说诗, 但所重却在全篇的说解,
却在就诗说诗, 看他论 《北山》 《小弁》 《凯风》 诸篇可见 (《告子下》)。 他

用的便是 ‘以意逆志’ 的方法。 至于 ‘知人论世’, 并不是说诗的方法, 而是

修身的方法”。① 他把 “志” 理解为 “作诗之志”, 献诗陈志之 “志” 是指全

篇的 “意义”, “以意逆志” 是对作品全篇的理解, 在于把握作品的整体意义,
而非 “断章的意义” 的应用理解。 重在 “全篇的说解” 的方法, 指说诗者通

过 “就诗论诗” 的全面理解来 “以己意己志推作诗之志”。 朱自清反对牵合

“知人论世” 和 “以意逆志” “穿凿附会, 以诗证史” 的做法。 不过, 他所说

的 “就诗说诗” 并不是现代文论的纯文本分析。 朱自清强调理解者应通过作

品本身, 而不是 “作诗的 ‘人’ ‘世’” 来理解和把握作品意义和作者意图,
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理解, 他突出强调了回到作品本身来理解作品

即 “就诗说诗” 的重要性。
徐复观把 “以意逆志” 视为一种类似于心理阐释的方法。 他认为 “志”

指作诗者的动机和指向, “意” 是读者通过文辞的玩味把握整体酿出的气

氛、 感动、 了解, 并由此 “迎接出 (逆) 诗人作此诗之动机与指向, 使读

者由读诗所得之意, ‘追体认’ 到作者作诗时的志, 这才真正读懂了, 才可

以说 《诗》”, 因此孟子提出的方法 “含有普遍妥当性”。② 这种理解类似于

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 所谓 “追体认” 是从语言表达方面

整体把握作者动机和指向的回溯方法, 与施莱尔马赫的 “心理解释” 和狄

尔泰的 “体验” 或 “再体验” 有相通之处。 读者通过体验作诗的 “动机和

指向”, 能够理解作品意义和作者之志。 而顾易生和蒋凡对 “意” 的理解复

杂一些, 认为 “意” 是作品之意和批评者之 “意” 的结合, 意义是作品之

意与读者之意相互作用的结果。 “以意逆志” 指读者 “必须领会全篇的精神

实质, 加上自己切身的体会, 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倾向”。③ 理解者必须有自

己的体会和理解, 把握创作意图, 理解整个作品的精神, 才能避免主观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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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穿凿附会的理解。 因此读者之意、 作品之意和 “作者之意” 都是重要的,
三者相结合才能更好把握作者的 “志趣倾向”。

徐复观、 顾易生等没有用诠释学概念阐释 “以意逆志”, 黄俊杰、 周裕

锴等则自觉运用诠释学的概念和方法。 黄俊杰认为 “以意逆志” 包含三个

含义: 一是解经 “不应拘泥于文辞而胶柱鼓瑟或刻舟求剑, 而应通观经文的

整体意义”; 二是读者 “当以自己的体认遥契经典作者的原意”; 三是 “以

意逆志” 强调 “解经者与经典之间存有某种 ‘互为主体性’ 之关系”。① 他

认为 “逆志” 是 “互为主体性” 的过程, 朱熹把 “逆” 理解为 “等待”,
强调了作者的主动性, 但 “将解经者置于被动之位置”。② 他强调读者的主

体性没有问题, 但把 “经典” 理解为 “主体性” 似有不妥, 且朱熹的 “迎

取” 并未否定读者主动性。 他的 “互为主体性” 的看法与徐复观的 “追体

认” 大体相同, 不同的是他引入某些诠释学方法, 所谓 “体认遥契” 作者

“原意”, 意味着读者可以克服与作者的 “时间距离” 把握作者原意, 这类

似于诠释学的移情式的体验重构。 周裕锴认为 “以意逆志” 是 “中国古代

阐释学的开山纲领”, 他运用一些现代概念, 如 “词 ( word)” “辞 ( text) ”
“句子 ( sentence)” “意图 ( intention)” 解释 “文” “辞”, 且不论这种类比

性解释是否符合中国传统的理解,③ 其总体上仍遵循传统 “作者意图论”,
不过他借用了通过部分理解整体的诠释学方法, “说诗者” 遵循的原则是不

要因为文字片段的意义妨碍整体的理解, 不要因为整体的理解妨碍创作意图

的理解, 而 “应该采用设身处地的测度方法来考察作者的创作意图, 这样才

能获得 《诗》 的本义”。④ 《诗》 的本义即作者意图, 只要设身处地 “测度”
作者的意图, 读者就能够猜测古人作诗的意图, “以意逆志” 是 “心理重

建, 即 ‘我’ 去设想古人当时是怎样的”。⑤ 丁为祥的理解大致相同, 经过

“文” 到 “辞”、 “辞” 到 “意” 的理解, 再通过 “ ‘以意逆志’ 的方式, 达

到对作者 ‘心’ 与 ‘志’ 的直接把握”。⑥ 所谓的 “遥契” “测度” “直接

·95·

李建盛: “以意逆志” 诗学命题的诠释学探讨: 从汉代理解到当代阐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黄俊杰: 《孟子运用经典的脉络及其解经方法》, 《台大历史学报》 2001 年第 28 期,
第 203 页。
参见黄俊杰: 《东亚儒学: 经典与诠释的辩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17 页。
丁秀菊、 张海明等认为这种理解和解释值得商榷, 参见张海明: 《如何知人, 怎样逆

志———对一种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再认识》,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 年第 4 期, 第

10 ~ 16 页; 丁秀菊: 《孟子 “以意逆志” 的语义学诠释———基于修辞理解角度》, 《山东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 4 期, 第 141 ~ 146 页。
周裕锴: 《 “以意逆志” 新释》, 《文艺理论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第 75 页。
周裕锴: 《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 第 105 页。
参见丁为祥: 《从 “以经解经” 到 “以意逆志” ———张载经典诠释的原则及其意义》,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6 期, 第 58 页。



理解”, 类似施莱尔马赫 “占卜” 的心理解释方法: “占卜方法是一个人把

他自己转化为另一个人, 试图直接理解个人因素的方法。”① 也与赫施的理

解相似: “解释者需要移情地采用作者的立场 (他从事各种特定意向性行为

的倾向), 以便他能够有与作者相同的意向性客体。”② 这意味着理解者能够

通过心理体验重构作品意义和把握作者意图。 在某种意义上说, 当他们运用

某些诠释学方法阐发这个命题时, “以意逆志” 说便成了一个真正的诗学

“诠释学” 命题。
其次, 有论者在 “以意逆志” 的理解中增加了作品论的阐释。 实际上,

作品论的意义理解已经隐含在作者定向的阐释中, 如吴淇有 “就诗论诗”、
朱自清有 “就诗说诗” 的说法。 在后来的阐释中, 这个维度得到了更多的

重视。 郭绍虞和罗根泽未放弃作者论, 但也强调了对作品的理解。 郭绍虞

说: “以意逆志的方法, 是由主观的体会, 直探到诗人的心志里。”③ 但又

说: “照他这样以意逆志, 用之得当, 对于纯文学的了解, 确是更能深切而

不流于固陋。 可是他这种以意逆志, 全凭主观的体会, 终究不是客观研究的

方法。”④ 所谓 “纯文学” 指作品本身, “客观研究” 即指 “作品” 的分析,
不只是作者之志。 罗根泽说 “以意逆志” 方法不是很科学, 是一种容易言

过其实的主观探索, 倘若不从文学欣赏和批评角度而从儒家道德仁义和功用

角度来理解 《诗经》, 则 “其所逆之志, 离诗人之志, 恐怕有十万八千里

呢”。⑤ 因此他肯定作者意图理解的重要性, 但认为更应当从文学欣赏和批

评角度来 “认识诗”。
也有学者认为 “意” 属说诗者或理解者之 “意”, “志” 不是作者之志

而是作品之志, “以意逆志” 指读者根据自己对作品的主观感受, 如想象、
体验和理解活动把握作品表达的思想感情。 创作是由内而外的过程, 欣赏是

由外而内的过程, 即从艺术形象返回艺术家表现的思想感情, 这种返回的过

程就是孟子说的 “以意逆志”, 因此我们 “必须把艺术作品作为艺术作品来

看待, 用符合艺术特点的方式去理解它”。⑥ 强调欣赏者须把 “诗” 当作艺

术作品来理解, 突出了作为艺术作品内容的 “志”, “逆” 是读者以自己的

“意” 用符合 “艺术特点的方式” 返回到作品表现的 “思想感情”。 这显然

有别于作者意图论的理解, 这在某种意义上与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有相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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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伽达默尔说: “我们不应该把作者和读者未曾想到的内容置入文本之

中……因为文本的理解不能要求被理解为主观性的表达。”① 所 “逆者” 是

作品内容而非作者意图。 但所谓 “返回” 仍是一种 “重构” 方法, 即 “返

回” 到作品的思想感情。 敏泽与吴淇、 王国维的看法相同, 把 “意” 理解为

作者之意, 但他说 “志” 不是作者之志, “逆志” 通过 “文” “辞” 把握作品

的内容和意义, “通过作者的本意去考察作品所表现的思想”。②

更年轻的学者用了更现代的概念, 他们不是把 “志” 叫作 “思想感情”
“艺术作品” 等, 而是称为 “文本”。 刘明今说孟子的 “以意逆志” 是一个

意义重大的说诗原则, 这个命题 “突出了批评中文本中心的地位”, 其基本

精神是 “正确理解文本”,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最终获得的是对 “作品

的正确理解, 因此文本始终在批评中具有的中心地位”。③ 能否获得对作品

的 “正确的理解” 以及何为 “正确的理解” 是复杂的诠释学问题, 但可以

肯定他充分重视作品或文本对于 “志” 的理解的头等作用。
在现代西方文论中, 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把 “文学性”、 新批评把文学作

品的 “内在性” 和结构主义诗学把 “语言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构造” 的 “结

构” 视为作品的本体论存在, 这些都是文本中心论的观点: “诗有它的本体

论地位, 即诗有它自己的存在, 像任何其他对象一样存在。 实际上, 一首诗

变成了一件人工制品, 一个客观的、 独立的、 有其自身结构的自律性实

体。”④ 当然, 刘明今突出文本的中心地位, 但未否定 “以意逆志” 的作者

意图, 而是指对作者之志的把握须以文本为中心。 张海明强调 “诗之本义”
的理解, 认为 “以意逆志” 说是一种根据 “文本” 解读诗歌的方法, 通过

全篇理解获得 “诗之本义”, “读者 (说诗者) 要做的只是不拘泥于文辞,
着眼全篇, 则诗之题旨自然呈现于前。 他甚至不必 ‘知人论世’, 更不必证

以史实, 诗歌文本自身就提供了现成的答案”。⑤ 但他同时认为, 对文本的

理解 “与作者意图、 文本意义存在关联”, 因此仍与文本中心论的理解有很

大不同。 这些新的理解传扬了 “就诗论诗” “就诗说诗” “逆” 作者之志的

传统, 借鉴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概念和方法拓展和深化了 “以意逆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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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的意义阐释。
最后, 一些学者借鉴接受美学对 “以意逆志” 进行再阐释。 实际上, 历

来学者对 “逆” 的理解都包含读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只是当代学者有意识

地借鉴西方理论做了新的阐发。 “我们发现西方 ‘接受美学’ 就思想而言, 在

中国 ‘古已有之’。 ‘接受美学’ 的基本思想, 就是认为文学是作者和读者共

同创造的。”① 这种理解当然也与接受美学有重要的不同, 接受美学主要突出

读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耀斯说: “没有读者的积极参与, 文学作品的历史生

命是不可想象的。”② 他强调的是 “读者与作品” 的对话, 童庆炳等说的是

“读者与作者” 的对话, 把 “逆” 理解为一个 “回溯” 的过程, 一种 “由内

而外” 的创作过程和 “由外而内” 的动态过程, “以意逆志” 是 “读者与作

者的对话”。③ 显然, 他们虽用现代理论阐释 “以意逆志” 的理解过程, 但强

调的是读者与作者内外回溯的 “逆” 的持续对话, 而最终把握的是作者的意

图。 尚学锋等学者借鉴接受理论的洞见, 同时肯定 “作品” 和 “作者本意”
在意义理解中的作用。 “以意逆志” 体现了 “正确理解作品” 和尊重 “作者本

意” 的要求, 也认识到了作者在接受活动中 “应有的地位”, 孟子 “真正树立

了一种作者及历史的意识, 他把接受活动当成克服各种间距, 与作者建立精神

联系的过程”。④ 这种阐释融合了西方文学理论中关于作者意图、 作品文本和

读者的诸多看法, 试图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但阐释重心在于更好地理解作者精

神和作者之志, 而不是作品的意义。
由此可见, 从朱自清到当代学者借鉴和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和诠释学的一

些概念和方法, 对 “以意逆志” 说进行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在延续作者意

图论阐释传统的同时, 丰富和拓展 “以意逆志” 诗学命题的阐释维度, 深

化其内涵, 激活其生命力。

四、 比较阐释中的 “以意逆志” 说及其诠释学维度

近年来, 一些学者借鉴诠释学方法对 “以意逆志” 说进行再阐释,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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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视为 “中国诗歌阐释学开山纲领”,① “中国第一个具有自觉理论意识和深

厚理论内涵的心理解释方法论”,② “中国文论中关于文学解释的最具影响力

的理论”③ 等。 这些论断表明, “以意逆志” 说确实是一个具有丰富深刻诠

释学内涵的诗学命题。 孟子所说的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言简意赅, 但他未做出详细论述。 即便联系其前后

语境, 也难以准确理解其丰富含义, 这给后来的论者们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

间。 总体上, 历代学者聚焦这个中心语句, 围绕读者 (理解者)、 作者 (诗

人)、 作品 (诗)、 意义 (志) 的关系展开探讨。 本文在比较阐释中从四个

维度更深入地阐发其丰富内涵和价值。
第一, 意图论的意义阐释。 “以意逆志” 体现了作者定向的诗学阐释传

统, 它坚持作品意义与作者意图 (诗人之志) 密切相关, 意义理解和阐释

不能离开作者。 这种阐释大致接近诠释学的 “作者意图论”, 但 “以意逆

志” 的作者论阐释更悠久, 并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意义阐释理论, 两千多年中

从未放弃作者意图在理解中的作用, 也是阐释者最多的一种理解。 西方对

“作者意图论” 意义理解的重视出现在 19 世纪, 施莱尔马赫、 狄尔泰和赫施

等坚持作者意图的意义理解, 认为理解是 “重建作者的创作过程, 发现作者

意图表达的意义”, “通过方法论理解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和理解其他人的生

命表现”;④ 正确解释的任务是 “所有有效的解释都建立在对作者意有所指

的东西的重新认识之上”。⑤ 在这个意义上, “以意逆志” 说与这些看法有相

似之处。 但与 “以意逆志” 的阐释传统不同, 西方 “作者意图论” 在施莱

尔马赫之前不受重视, 在狄尔泰后受到了严重冲击, 这集中体现在哲学诠释

学中, 伽达默尔说: “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 并不只是偶尔, 而且总是

如此。”⑥ 他说意义理解过程是与文本对话, 而非与作者对话, 因此, 作者

意图的作用被否定了。 他坚持理解的创造性是没有问题的, 但完全否定作者

意图的适当作用值得商榷。 而在 “以意逆志” 的阐释传统中, 从赵岐到当

代论者都有以作者为中心的理解。 张江说: “作者或者说文本的书写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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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存在’, 是一种 ‘有’ ……其客观影响和作用永远都是 ‘在’ 的。”①

可见, 中国学者以作者为中心的 “以意逆志” 是悠久的阐释传统, 充分表

明作者定向的意义阐释仍然具有诠释学力量。
第二, 作品论的意义阐释。 对 “以意逆志” 的作品或文本理解体现了

一个新的诠释学维度, 但中国学者仍未完全否定作者意图的作用。 吴淇说

“就诗论诗”, 特别是朱自清在现代文学 “意念” 下提出的 “就诗说诗”, 力

图通过对作品全篇的把握更好地理解作者和作品的意义, 当代学者用 “作

品” 概念阐释 “逆志”, 兼顾到作者和作品两个方面。 郭绍虞、 李泽厚等没

有否定作者之志的理解, 但同时做 “纯文学” 或艺术作品层面的理解。 有

些学者运用 “文本” 概念, 但也肯定赫施 “探求作者意图的合法性”,② 作

者之志的理解不能离开文本, 才有 “对作品的正确理解”。③ 这些理解不同

于单纯地理解作者的意图, 而是把 “作品” 或 “文本” 与 “作者之志” 结合

起来。 稍做比较, 中国学者的探讨似乎更具有辩证意味, 如诠释学和接受理论

以 “读者中心论” 否定作者作用, 也不重视文本分析, 而 “文本中心论” 以

作品自律性否定作者地位。 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研究是揭示作品的 “文
学性”, 读者获得的是纯粹的 “形式感”; 结构主义诗学揭示文本 “深层结

构”, 而非作者和作品表达的意义, 其最重要的观点是反对作者论阐释, 否定

作者意图在文学阐释中的地位, 有些矫枉过正, 但强调作品或文本在理解中的

作用却有借鉴意义。 相比之下, “以意逆志” 的阐释传统对作品或文本的分析

做得不够深入。 应当说, 无论 “诗言志” 还是 “诗缘情”, 都不仅包含诗人

“言志” 和 “缘情” 的作者之 “志” 或 “情”, 也包含作品的表现形式和表现

内容的 “情” “志”, 而不仅限于作者意图的阐释。 刘勰说 “文外之重旨”,④

钟嵘说 “文已尽而意有余”,⑤ 严羽说 “言有尽而意无穷 ”⑥ 等, 其中的

“旨” 和 “意” 亦可理解为作品表现的内容和意义。 其实, 孟子说 “故说诗

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说诗者必须首先说

“诗”, 通过说 “诗” 以 “逆志”, 不说 “诗” 便无法逆作品和诗人之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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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批评时人 “不以 《诗》 说 《诗》, 却以 《序》 解 《诗》”,① 意为对 《诗
经》 的理解不能离开作为作品或 “文本” 的 《诗经》; 所谓 “唯本文本意是

求, 则圣贤之指得矣”。② 这说的是只有在理解文本 “本意” 的基础上, 方能

获得圣贤表达的意思, 其中包含了作品本身的理解问题。 无论 “逆” 作品还

是作者之志, 都须首先重视作品本身的理解, 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 “本意”
或作者之志。 因此, “以意逆志” 隐含或包含如何理解和阐释作品或文本的问

题, 与作者意图阐释相比, 作品论的意义阐释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第三, 语言性的意义阐释。 历代论者多少涉及 “以意逆志” 说理解的

语言性问题, 但仍需深化探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语言是作品表达和意义

表现的中介, 也是文学理解的中介, 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进入文学活动

中, 而诗的语言性问题在称为诗之国度的中国更具典范的意义。 理解的语言

性在诗学或文学诠释学中具有基础性作用。 “诗言志” 可以理解为诗是语言

性地言说 “志”, 志可理解为诗人的语言表达, “以意逆志” 的读诗解诗方

法同样须通过诗歌语言的理解, 才能把握诗的情感内容或诗人之志。 孟子

说: “故说诗者,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以意逆志, 是为得之。” “文”
“辞” “志” 的关系蕴含诗歌语言与意义理解的复杂性。 赵岐说: “文, 诗之

文章, 所引以兴事也。 辞, 诗人所歌咏之 辞。 志, 诗 人 志 所 欲 之 事。”③

“文” 指 “文采”, “文” 即 “纹”, 本指 “纹路” “纹样”, “章” 原指 “屏

蔽”, 转意 “外表”, “文章” 原义即有纹样的表面, 后来指文字描绘出来的

事物样貌; 他对 “辞” 的理解是诗人的语言表达, “志” 是富有文采的语言

表达的思想情感。 焦循说 “诗之文章即辞之文采” “歌咏之辞已成篇章”,④

诗人之 “志” 只有通过 “文” (文采) 和 “辞” 才能得到表现。 朱熹的理

解狭窄一些, “文, 字也; 辞, 语也。 ……言说 《诗》 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

害一句之义, 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⑤ 他通过部分把握整体的理解有

诠释学的道理, 但说 “文, 字也; 辞, 语也” 却未能从语言表达的整体性

来理解。 吴淇说 “显于外者曰文曰辞, 蕴于内者曰志曰意”, 指的是诗歌的

语言性表达 (“文” “辞”) 与意义表现 (“志” “意”) 的关系。 段玉裁对语

言与表达、 语言与意义之关系做了很有意思的理解, “词, 意内而言外也。
有是意于内, 因有是言于外, 谓之辞。 ……意者, 文字之义也。 言者, 文字

之声也。 ……词者, 意内而言外, 从司言。 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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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积文字而为篇章, 积词而为辞。 孟子曰: ‘不以文害辞, 不以词害辞

也’”。① 语言具有深刻的表现性, 既可表达字面之意, 也可表达言外之意,
他论述了 “字” “音” “词” “辞” 等语言表达形式与作品和作者之 “意”
的关系。 今人顾易生等认为 “ ‘文’ 即文采, ‘辞’ 是言辞”, 认为孟子的意

思是 “解说诗歌, 不要抓住其中片言只语而望文生义, 也不应对某些艺术性

夸张修饰作机械理解”,② 这说明了诗歌语言的特殊性与理解的灵活性。 李

泽厚等扩大了 “文” 的修辞学含义, 包括比拟、 夸张、 隐喻、 象征、 暗示

等 “各种艺术手段”, “辞” 是诗的 “表达”, “志” 是诗之 “辞” 表达的

“真实意思”。③ 这些看法分析了 “文” “辞” “志” 之间的关系, 即通过富

有文采 (文) 的整体语言表达 (辞) 去理解 (逆) 作品或作者的思想感情

(志)。 从诠释学上理解 “以意逆志”, 也必须重视它包含的理解的语言性。
事实上, 无论方法论诠释学还是本体论诠释学, 都重视理解的语言性。 狄尔

泰说: “文学之所以对我们理解精神生活和历史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正在于:
只有在语言里, 人的内在性才找到其完全的、 无所不包的和客观可理解的表

达。”④ 不理解语言就不可能体会到作家表达的生命和意义。 伽达默尔说:
“语言的艺术不仅决定诗歌的成败, 而且决定它对真理的要求。”⑤ 作品是语

言性的, 阅读和理解活动也是语言性的, “解释者的语言同时又是语言性的

全面展现, 它把语言用法和语言形态的所有形式都包含在自身之中”。⑥ 如

果结合 “诗无达诂” 的 “诂” 的含义, 就更能体现诗歌理解的语言性, 孔

颖达说: “诂者, 古也。 古今异言, 通之使人知也。”⑦ 所谓 “通”, 就是用

“今言” 释 “古言”, 使人们能够有所理解, 黄侃说 “诂” 就是 “以语言解

释语言”。⑧ 显然, 只有通过读者的语言才能把物质性符号的语言转变为生

动的诗意语言。 周光庆注意到 “以意逆志” 维度, “ ‘以意逆志’ 的心理解

释, 必须以语言解释为基础、 为前导”。 “解释者应该正确的分析 ‘文’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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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 ‘文’ 去把握好 ‘辞’, 系统的解说 ‘辞’ 并透过 ‘辞 ’ 去体察好

‘志’”。① 这里对 “文” “辞” “志” 三者关系做了语言性解释的阐发。 实际

上, 孟子说 “不以文害辞, 不以辞害志”, 首先强调的是读者和理解者必须

懂得 “文” “辞”, 只有懂得了诗歌的独特语言性才不会囿于字面的肤浅牵

强的理解, 才能更好地 “逆 ” 诗人之 “志 ”。 刘禹锡说 “片言可以明百

意”,② 诗中纵有 “百意”, 也只有通过 “片言” 才能得以表达并被理解。
伽达默尔说: “所有的理解都是解释, 所有的解释都是在一种语言的媒介中

进行的。”③ 因此, “以意逆志” 的深度阐释必须把握诗歌语言 (“文” “辞”)
的特殊性。 当然, 伽达默尔强调语言性的目的是理解作品的意义, 而 “以意

逆志” 的理解者包含 “逆” 作者和作品的意义。 显然, 以往对 “以意逆志”
的阐释相对忽视了艺术作品的语言性和理解的语言性, 在这方面, 诠释学可以

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 对这个命题做出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第四, 事件性的意义阐释。 “以意逆志” 通过 “逆” 把理解者与对象联

系起来, 读诗解诗成为动态的理解和阐释过程, 蕴含着类似于诠释学所说的

理解事件性。 意图论、 作品论和接受论的阐释都把 “以意逆志” 视为理解

者与理解对象的相互作用。 《说文解字》 注云: “逆, 迎也。”④ 郑玄注:
“逆, 犹钩考也。”⑤ 《玉篇·部》 云: “逆, 迎也, 度也。”⑥ 朱熹亦注为

“迎”, “逆” 即 “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⑦ “是以自家意去张等他。 譬如有

一客来, 自家去迎他”。⑧ 概括地说, “逆” 被理解为读诗者迎取、 测度或钩

考 “作者之志”。 朱熹对 “逆 ” 的解释亦有 “接之 ” 之意,⑨ 即 “得到 ”
“选取” 作者之意。 用诠释学的话说, 读者或解释者以前理解 (意)、 把握

和解释作品与作者的意义 (志), 亦可视为读者与作者的对话过程。 朱熹

《答张元德》 云:
大抵读书须且虚心静虑, 依傍文义, 推寻句脉, 看定此句指意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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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 略用今人言语衬贴替换一两字, 说得古人意思出来, 先教自家心

里分明历落, 如与古人对面说话, 彼此对答, 无一言一字不相肯可, 此

外都无闲杂说话, 方是得个入处。①

“与古人对面说话, 彼此对答” 蕴含诠释学对话辩证法的道理, 读者把 “古

人” 当作进行对话的 “你”, 面对面说话和提问, 相互应答, 读者与作者仿

佛置于生动的交流场景。 姚勉深受孟子心学思想影响, 用 “人同此心” “心

同此志” 的体验重构表达 “逆志” 过程: “古今人殊, 而人之所以为心则同

也。 心同, 志斯同矣。 是故以学诗者今日之意, 逆做诗者昔日之志, 吾意如

此, 则诗之志必如此矣。”② 可谓与伽达默尔的问答辩证法有某些相似性。
文本并不像一个 “你” 那样说话, 但我们让文本说话, “我们发现 ‘使文本

说话’ 的理解, 并不是出于我们的任意做法, 而是作为一个与对文本期待的

回答相联系的问题”。③ 不过, 伽达默尔指读者和文本的对话, 朱熹指读者

与古人的对话, 相同之处是都把理解视为一个 “逆” 的对话过程。 当代学

者对 “逆” 做了新阐发。 有人认为, 创作是 “由内而外” 的过程, 理解是

“由外而内 ” 的过程, 两者构成一个 “互逆 ” 的阐释过程。 有论者认为

“逆” 体现一个 “反向” 或 “逆向” 的理解过程, “它包括了 ‘自下而上’
与 ‘自上而下’ 两个方向的解读过程”。④ “逆” 有 “回溯” 意, 是一个具

有主动性的理解过程。 意义理解不是对先前意义的简单复制, 事件性理解是

意义生产和创造过程, “理解事件是一种意义的创造, 它表明意义存在于与

他者的相遇中”。⑤ 刘勰未用 “逆” 字, 但表达了 “互逆” 的过程: “夫缀

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沿波讨源, 虽幽必显。”⑥ 这同样包

含 “由内而外” 的创作过程和 “由外而内” 的理解过程, “沿波讨源” 根据

作品的语言和表达深入作者的情感和体验, 把握作者和作品的意义, 为逆向

“讨源” 过程; 欣赏者通过作品 (文) 窥见作者的精神, 能够通达文之深

理。 可见, “以意逆志” 不仅是一种读诗解诗的方法论, 还是一种意义阐释

的本体论, 前者保证意义理解的有效性, 后者开启意义理解的开放性,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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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理解有效性与阐释开放性的统一。
第五, 诠释学循环的意义阐释。 “以意逆志” 说蕴含一种具有中国特色

的诠释学循环, 历代学者几乎都涉及 “我” (读者)、 “诗书” (作品) 和

“诗人” “古人” (作者) 之 “逆” 的循环理解。 如朱熹说: “凡说 《诗》
者, 固当句为之释, 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故字义而已。 至于一章之内, 上

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 自当通全章而论之, 乃得其意。”① 这意味着部分

通过整体得到理解, 整体通过部分得到理解, 通过 “字” “句” 的 “义” 理

解 “全章” 之 “指” 的整体, 通过 “全章” 理解 “部分”, 这种循环性理

解能 “得其意”。 吴淇的循环理解也值得重视, 他结合 “知人论世” 所做的

理解是相当完备的。
“世” 字见于文有二义: 纵言之, 曰世运, 积时而成古; 横言之,

曰世界, 积人而成天下。 故天下者, 我之世, 其世者, 古人之天下也。
我与古人不相及者, 积时使然; 然有相及者, 古人之诗书在焉。 古人有

诗书, 是古人悬以其人待知于我; 我有诵读, 是我遥以其知逆于古人。
是不得徒诵其诗, 当尚论其人。 然论其人, 必先论其世者, 何也? ……
故人必与世相关也。 然未可以我之世例之, 盖古人自有古人之世也。
“不殄厥愠”, 文王之世也; “愠于群小”, 孔子之世也; 苟不论其世为

何世, 安知其人为何如人乎?②

吴淇的理解包含四个要素, 即 “我” (读者)、 “古人” (作者)、 “世” (古

今) 和 “诗书” (作品)。 理解古人, 可以读他们的诗书, 读古人的诗书便

可与古人 “相及”, 即 “遥以其知逆于古人”, 但诵读古人的诗书还不够,
还须了解诗书的作者, 而 “古人自有古人之世”, 读者也须了解作者的世

界, 孔子生活的世界不同于文王的世界, 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世界。 值得注

意的是, 吴淇考虑到了理解循环中各要素的历史性, 作为历史存在的 “我”
怎样能够理解历史存在的 “古人”、 “世界” 和 “诗书”, 这很有诠释学见

地。 伽达默尔说, 理解者须考虑到自身的历史, “学会把对象看作是它自己

的他者, 从而认识自己和他者”。③ 但与伽达默尔不同, 吴淇认为 “知逆于

古人” 不能以 “我之世例之”, 即读者须置身古人的世界来理解古人, 才能

做到客观有效的理解, 即要 “以古人之意, 求古人之志”, 这种做法否定了

作为 “前理解” 的读者之 “意” 在阐释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96·

李建盛: “以意逆志” 诗学命题的诠释学探讨: 从汉代理解到当代阐释

①

②

③

朱熹撰, 黄灵庚点校: 《楚辞集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年版, 第 234 页。
吴淇: 《六朝选诗定论缘起》, 郭绍虞主编: 《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 1 册, 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01 年版, 第 37 页。
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London: Continuum Publishing Group, 2004, p. 299.



钱钟书是第一个运用诠释学循环概念来 “以意逆志” 的中国学者。
乾嘉 “朴学” 教人, 必知字之诂, 而后识句之意, 识句之意, 而后

通全篇之义, 进而窥全书之指。 虽然, 是特一边耳, 亦只初桄耳。 复须

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 ( “志”), 庶得以定某句之意 ( “词”), 解全句

之意, 庶得以定某字之诂 ( “文”); 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 当时流

行之文风, 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 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 积小

以明大, 而又举大以贯小; 推末以至本, 而又探本以穷末; 交互往复,
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 所谓 “阐释之循环” ( der hermeneutische
Zirkel) 者是矣。①

这里描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诠释学理解循环。 首先是部分与整体的相互理

解, 整体 ( “全篇之义”) 通过部分 ( “字之诂” “句之意”) 来理解, 部分

通过整体来理解; 其次是作者的立意宗旨、 时代文风、 修辞体裁等部分与

“全篇” 或 “全书” 整体相互理解; 再次是大小、 本末的相互理解; 最后是

理解者与 “全篇之义” 的 “交互往复” 的对话过程, 最终 “窥全书之指”
和 “解全篇之义乃至全书之指 ( ‘志’)”。 这类似于施莱尔马赫作者论的诠

释学循环, “首先我们拥有的知识越全面, 我们的阐述就越好; 其次, 任何

阐述的材料不能孤立地理解, 每一次阅读都会丰富我们先前的知识, 使我们

更适合于理解”。② 但两者也有区别, 施莱尔马赫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
钱钟书的阐释循环包含对作品意义和作者意义的理解。 当他说由部分理解全

篇时, 指的是整个作品的意义; 当他说 “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 时, 指的

是作者表达之意, 也可以视为对两者的理解和两者之间的相互阐释。 与前人

的循环理解相比, 钱钟书的阐释循环包含更丰富的意义, 不单纯是对作者意

图的理解。 因此, 他的阐释循环的对话可以包含与作品的对话。 这与伽达默

尔的诠释循环有相似的地方, “理解一个古老的文本是一个参与的对话问题。
文本的视域向解释者开启问题, 而解释者又根据对话中开启的问题来定义问

题”。③ 这是一种通过 “交互往复” 对话过程实现 “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

偏枯” 的 “阐释之循环”, 但与伽达默尔否定作者意图不同, 他保持了 “作

者立言” 的 “志” 的阐释。 因此, 作品意义与作者意图阐释相结合, 可以

避免西方诠释学单纯的 “作者意图论” 阐释, 也能够避免否定作者意义的

本体论阐释, 从而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意义阐释的诠释学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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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以意逆志” 说在历代学者的理解和阐释中建构了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

色的诗学命题, 这一作者定向、 纵观古今的意义阐释传统, 是西方文学理论

和诠释学中所不具有的。 特别是朱自清之后包含作者论和作品论的意义阐释

丰富和深化了这一命题。 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中, 作者、 作品和读者经历了

依次被否定和替代的过程。 西方的模仿论历时两千多年, 之后 19 世纪作者

论兴起, 占主导地位的是作者定向的意义阐释; 作者论在短暂兴起后, 20
世纪上半叶聚焦文学性、 内在性和深层结构的文本中心论出现; 20 世纪 60
年代后转向读者定向的接受反应理论, 不再关注作者和作品在意义阐释中的

作用, 而各种激进的阅读理论则倾向于消解作者和作品意义的规定性, 作者

和文本都被否定了。 巴特否定了作者, 费什连文本也否定了, 解构理论崇尚

解读策略, 否定意义的确定性。 在诠释学上, 浪漫主义方法论诠释学主张作

者定向的意图论, 本体论诠释学否定作品论和作者论, 而激进诠释学推崇意

义理解的差异性、 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几乎放弃了对作者和作品的理解。
以上论述表明, “以意逆志” 说体现了中国特色的阐释传统, 集中体现

为中国学者始终保持作者定向的意图论阐释, 从未否定作者在意义理解中的

规定性。 20 世纪以来的学者借鉴西方文学理论的概念和方法, 当代许多论

者化用诠释学的观点阐发这个命题, 把它视为一个中国诗学诠释学命题, 也

未离开 “诗人之志” 或 “作者之志” 这条意义阐释主线。 西方诠释学中纵

有赫施、 贝蒂等人坚持作者定向的意义阐释, 似乎也被湮没在后现代语境

中。 中国学者在新的阐释语境中保留作者意图阐释的同时, 也关注该命题中

的语言、 作品、 文本、 读者等在理解中的作用, 从而拓展了 “以意逆志”
命题的阐释维度, 使该命题更具有阐释活力。 当然, 这个命题仍有很大的阐

释空间, 可以加强理解的语言性、 阐释的事件性、 意义理解的开放性和有效

性等问题的探讨, 把读诗解诗的方法论与意义阐释的本体论结合起来, 发掘

其丰富性、 深刻性、 多维性和完整性, 在中西诗学和诠释学对话中彰显其历

史价值, 释放其当代诠释学阐释力量。

(责任编辑: 陈华积 　 李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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